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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何其芳是中國現當代詩歌史上重要的詩人和詩歌理論家。本文討論何其芳的新詩創作主張，進行新詩理論脈絡的掌握，試圖說明他的詩學觀點的轉折與建構，以認識他在詩學歷史上的定位。何其芳談到創作的一些共同問題與根本問題，及主張的現代格律詩，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之中，確實拔高了新詩創作的要求，或許難免有孤芳自賞甚而引發爭論。而且，何其芳的創作主張，在理論自身方面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運用到新詩創作的實踐中存有局限。但何其芳新詩創作主張在新詩創作的探索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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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新詩詩學的研究，是持續發展及深化的追求。各時期的詩學理論對我們從事新詩寫作、批評都有實際的意義。
有些人認為詩歌的現代化，不代表詩歌發展的方向就是「西方化」，而不能「民族化」。五四以來，對於詩學理論的「西化」傾向，有的支持模仿，也有的保持一定警愓的看法，是在「橫的移植」與「緃的繼承」這兩類極端化的追求之間，產生過一些或大或小的爭論。現代詩學因此常處在一個探索、擺盪的情況。在開放論辯的前提下，「古典」是可以成為可能的選擇之一。
為詩歌的現代化提供文化、情感及傳統方面的支持。或許，如果能尋求更多來自內部的推動力量，不會因外部力量或是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催逼，而急切地產生一些激進的要求，就能有更令人期待的表現。
何其芳（1912-1977）是由古典而現代，既是詩人又是學者又兼高幹，是位很特別的研究對象。他對新詩的主張，回歸到古典的詩歌傳統，特別是現代格律詩的主張，「對當代詩學建構，最有理論價值。」
何其芳的新詩主張，主要是以〈關於寫詩和讀詩〉、〈關於現代格律詩〉兩篇文章為主。兩篇文章的發表時間相近，〈關於寫詩和讀詩〉是「1953年11月1日在北京圖書館主辦的講演會上的講演」。在《中國青年》發表後，因讀者來信太多，無法一一回復，何其芳自言：「關於現代格律詩，我那篇文章實在講得太簡單了，應該略加補充，同時也把這(指〈關於現代格律詩〉)作為我對這一部分來信的回答。」
這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姐妹之作。第一篇探討的範圍較廣，涉及到寫詩和讀詩的一些問題；第二篇則專注於新詩形式的討論，特別是新詩格律的問題。
除這兩篇之外，何其芳還有一些與新詩有關的作品及論著，如何其芳的詩集，1934年《預言》、1945年《夜歌》。《夜歌和白天的歌》，1979年《何其芳詩稿1952-1977》。何其芳為詩歌愛好者寫有1956年的《關於寫詩與讀詩》、1962年《詩歌欣賞》。1951年與公木合編的《陝北民歌》。另有論文數篇，如〈談寫詩〉、〈話說新詩〉（《文藝報》1950年第2卷第4期）、〈關於詩歌形式問題的爭論〉（《文學評論》1959年第1期）、〈再談詩歌形式問題〉（《文學評論》1959年第2期）、〈略論當前的文藝問題〉等，可以一起統整來看，以掌握何其芳對新詩的見解，有助於提升我們對新詩寫作的認識與思考。
2、 何其芳新詩理論的地位與研究現狀

1934年，何其芳散文集《畫夢錄》、第一本新詩專集《預言》的出版，引起極大的廻響。
一般研究者較多著墨在何其芳早期的創作成就；或是研究他對新詩格律形式的觀點，討論他建立新詩的格律和形式的規範。較少談到其他談新詩的主張，例如詩的定義、詩與散文分別、寫詩、讀詩的看法，這些觀點來自於他個人的體驗與思考，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1936年，何其芳與卞之琳（1910-2000）、李廣田（1906-1968）合出《漢園集》，因而聲名大噪，譽為「漢園三傑」之一。何其芳早期寫小詩，後受「新月派」的影響寫格律詩，後來寫自由詩。他在〈關於詩歌形式問題的爭論〉回憶創作經歷時說：「我初學寫詩的時候寫的是小詩。後來又寫了一個時期每行字數整齊或有規律並且押韻的詩。再後就是寫自由詩了。因為愛讀我國的古典詩歌，自己又寫過每行字數整齊或有規律並且押韻的詩體，所以我的自由詩也並非徹底自由的，我仍然比較注意自然的節奏，而且也並不避免自然地碰上的韻腳。」這樣的創作經驗和閱讀愛好，對他的新詩主張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1938年，何其芳與卞之琳等人到了延安，因階段鬥爭、普羅群眾等政治意識的影響，對創作及文藝的觀念有了轉變。特別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根本上轉變了何其芳的文化立塲和文藝觀念，同時也轉變了他的詩歌創作的藝術方向。」「真正促使何其芳的創作轉向，最終走上探索現代格律詩道路，並非詩人自身這種先在的條件和必然的趨勢發展的結果，而是民族解放戰爭的洗禮和在這期間所接受的新的文化和文藝影響。」
何其芳自言：「整風運動以後我對於自己過去的詩作了批判，認識到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不能照那樣寫下去了。」

1944年，何其芳〈談寫詩〉云：
中國新詩我覺得還有一個形式問題尚未解決。從前，我是主張自由詩的。因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達我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但是現在，我動搖了。因為我感到今日中國的廣大群眾還不習慣這種形式，不大容易接受這種形式。而且自由詩本身也有其弱點，最易流於散文化。恐怕新詩的民族形式還需要建立。這個問題，只有大家從研究與實踐中來解決。

同年，何其芳在他的詩集《夜歌和白天的歌》的初版「後記」中，就表示過這樣的思考：「我擔心那種歐化的形式無法達到比較廣大的讀者中間去」，而試用五七言體寫詩，結果「總是感到彆扭，不自然」，「自己很不滿意」。既是對歐化的自由詩的形式產了動搖，不滿意流於散文化
的自由詩，又不滿意五七言體舊詩形式，因此，詩歌的創作遇到了困境。
或許正是何其芳在40年代經歷這些主客觀的困擾和苦惱，無法解決寫詩所面臨的問題，所以1949年後，何其芳較少發表新作，轉向學術研究，從創作轉向探索新詩形式和格律的理論思考。

1950年參加《文藝報》「關於新詩歌的一些問題」的筆談中，一方面，他提出「讀者更習慣格律詩」的見解。「至今為止，自由詩雖然已經成為一種誰也否認不了的形式，但就整個世界的詩歌說來，仍然是格律詩佔優勢。這就可以看出還有一個讀者習慣問題。」第二個方面是指出已有格律詩存在的局限，認為「五言七言雖說曾經是中國舊詩裏面的一種比較優良的形式，但打算主要依靠它們，或者完全依靠它們來解決今天中國新詩的形式問題，恐怕還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要反映豐富的新社會的生活，要反映複雜的人民群眾的鬥爭，恐怕五言七言並不是一種很適宜的形式。」就是民歌體的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來統一新詩的形式，也不一定就會成為支配的形式。民歌體也有限制。」因此，他提出創建新格律詩的過程中，應重視五四以來的新詩這個「新傳統」，認為「這個傳統距離我們很近，或者說就一直連接著我們自己，我們就更必須細心地領取它的經驗教訓。」第三方面是提出新詩形式與格律的原則。即是適應現代語言的結構特點，有較鮮明的節奏和韻腳。認為「不可能定於一，也不必定於一。」「將來也許會發展到有幾種主要的形式，或者也可能有一種支配的形式」。

於可訓指出：何其芳在這期間對新詩的形式所作的這些初步思考，因為沒有形成「具體的主張」，一般論者都認為無關緊要，在研究中往往一筆帶過。但是正是這些並不十分具體的「原則」性的看法，卻是何其芳對新詩的形式問題長期思考和探索的理論結晶，也是他提出「建立中國現代格律詩」的主張的邏輯起點。
在這次討論過後一、二年內，他逐漸有一個比較確定的看法，「這個看法說來也是很平常的，那就是雖然自由詩可以算作中國新詩之一體，我們仍有必要建立中國現代的格律詩。」

以下分別討論何其芳對新詩創作和格律形式兩方面的主張。本文無意討論何其芳文章中較強意識形態的論述，僅談論他在新詩創作方面的主張。
3、 新詩創作的看法
（1） 詩的特點

我們主要從何其芳〈關於寫詩和讀詩〉，瞭解他對新詩的基本觀點。首先，何其芳解釋什麼是詩的特點。他說：「詩是一種最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樣式，它飽和著豐富的想像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而且在精煉與和諧的程度上，特別是在節奏的鮮明，它的語言有別於散文的語言。」

何其芳從「集中」、「想像」、「感情」、「節奏」、「語言」等方面來說明自己的詩觀。而他對於詩的內容談「集中」、「語言」尤為看重，因此這是詩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和散文有著顯著差異的主要特點。他認為詩歌所歌詠的應該是「最感動人的生活」，因它是一定的社會生活的最集中的表現。在題材和方法上，「善於用生活中最有特徵的形象來表現全體」，「詩特別需要豐富的大膽想像」、「詩常常採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在語言方面，「文學的語言都應該是精煉的，和諧的，而且在這點上都是和口頭的語言有些不同的。然而詩的語言應該尤為精煉，尤為和諧。必須有鮮明的節奏，這更是詩的語言的特別的地方。」

關於格律詩和自由詩的分類，何其芳說：「格律詩和自由詩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前者的節奏的規律是嚴格的，整齊的。後者的節奏的規律是並不嚴格整齊而比較自由的。但自由詩也仍然應該有比較鮮明的節奏。……我們今天有許多自由詩寫得和分行排列的散文一樣，沒有鮮明的節奏，那是不對的。」何其芳認為在討論文學樣式時，應注意形式的差異，「如果僅就內容而論，文學的不同樣式並非存在著絕對的區別，因而我們不能忽視形式上的差異。而且，即使所寫的題材一樣，形式上的差異也必然會帶來內容上的若干差異。」

大抵而言，何其芳所言詩的特點，內容和形式兼顧。在內容部分，除了與政治正確有關之外，考慮到詩歌抒情傳統；而在形式上，看重的是精煉與完整。如他在〈聞一多《死水》，馮至《蛇》、《南方的夜》〉這篇文章中，他認為聞一多（1899-1946）第二本詩集《死水》比早期的作品《紅燭》，「作者的熱情比較凝煉了，內容也或許狹窄了一些，然而藝術上却成熟了。差不多每一首詩都寫得相當完整。」又說，「從『五四』早期的詩歌起，而且可以說直到現在這種現象仍然存在，我國古典詩歌精煉和完美的傳統，煉字煉句的傳統，在新詩裏面實在太少見到了；寫得鬆散寡味、十分慷慨地浪費行和節的詩實在太多了。聞一多的《死水》中每一首詩却都是經過推敲和琢磨的。」何其芳說《死水》的「內容或許狹窄了一些」，指的就是「把不美的事物寫進詩裏」，有些詩「流露出了作者的悲觀思想」，「很容易使人想起法國頹廢派詩人波特萊爾（1821-1867）的《惡之花》來，這是不符合我國的詩歌傳統的。」而評論馮至（1905-1993）時，則說他「不太修飾，然而感染力量却很強」，「所反映的生活的確是比較狹窄的」。
何其芳認為，「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詩人，我們也需要有各種不同的的詩人。而且一個詩人的風格也是會變化的。然而那些一讀就能够打進人的心裏去而又經得反復玩味的詩，却總是既有詩的激情，又有完美的形式。」
可見何其芳主張對各種不同的詩人應給予更多的包容對作品的要求，是有其較高的期許的。
（2） 寫詩的共同問題
何其芳把寫詩視為一種專門的勞動。「寫詩是一種專門的勞動，而且是一種非常精細的勞動，沒有一定的準備和條件，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合詩的規格，嚴格說來不能叫做詩，這完全不應該奇怪。」因此，寫詩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而嚴謹的創作態度，是必須而且重要的。
至於寫詩所要求的準備和條件是什麼呢？「文學作品所描寫的生活必須是作者自己深深感動過的生活，詩尤其如此。」這是生活經驗成為詩的材料。他引用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的話：「假使你有意想寫一本書，但是可以不把它寫出來，那就不要寫。」認為這是一條創作規律。另外，「高度的思想修養，這對於寫詩也是很重要的。」除了生活經驗、思想修養之外，還有一般文藝修養和詩的修養，還有寫作經驗。「要提高一般文藝的和詩的修養，累積寫作經驗，沒有其他捷徑，只有多讀多寫。」何其芳認為，閱讀前人的作品，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不要只是接受一家一派的影響」，「必須廣泛地大量地吸取營養」。何其芳這些話，誠然是可貴的經驗之談。
何其芳提到「詩有別才」這句話，認為才能也是一種條件，但要看我們對才能和天才如何解釋。「離開了後天的環境和條件，離開了個人的長期的刻苦努力，就不可能有才能的成長和發展，也不可能有什麼天才人物。」「我們一般的人大概不是天才，但也不是低能。努力加時間，再加正確的方向和方法，都是會有成就的。如果寫詩沒有成就，也可以在別的方面有成就。」何其芳又引用蘇聯詩人伊薩柯夫斯基（1900-1973）的話：「詩是一種相當不可靠的東西。」無法預測誰能否成為詩人，而光榮不會給予一個整天幻想自己前途的人。這是對學習寫詩的人的殷切期望。
何其芳認為，他所談的是「一些共同的問題，根本的問題」，而解決了這些問題，許多寫作中的具體問題自然就隨之解決。「在我們學習寫詩的過程中要努力去解決這些問題，也就是努力從各方面充實自己，提高自己。」
關於一般習作的缺點，何其芳說：「許多都在集中的問題上，在語言的精煉、和諧和節奏性的問題上違反了詩的要求；還有，就是違反了文學藝術的共同要求，缺乏生動的優美形象；更有甚者，有些習作還顯出作者一般文化修養也很不够，它們的語言不但說不上是詩的語言，而且和正確的通順的散文的語言也還頗有距離。」而且，有的作品的「形象和語言都太一般化了，不能給予我們什麼新鮮的感覺」。
這些觀點，對現在有興趣學習寫詩的人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4、 現代格律詩的主要論點

何其芳自言，「1954年發表的〈關於現代格律詩〉，就是我這些年來考慮的結果。」以下依何其芳〈關於現代格律詩〉這篇文章的標題綱目，討論他對現代格律詩的觀點。

(1) 為什麼有建立現代格律詩之必要

首先，何其芳說明把詩區分為格律詩和自由詩的理由。〈關於現代格律詩〉說：「文學藝術的樣式可以從它們的內容的差異來分類，也可以從它們的形式上的差異來分類。按照形式上的顯著的不同把詩分為格律詩和自由詩，這是和中國的、外國的詩歌情況都符合的。」由此可知，格律詩和自由詩都已存在了，那為什麼還有必要建立現代格律詩呢？
何其芳的回答是：「這是因為我認為我們還沒有很成功地建立起這種格律詩的緣故。這是因為我認為沒有很成功的普遍承認的現代格律詩，是不利於新詩的發展的緣故。」
接著，他從詩歌傳統、詩歌內容、讀者習慣、新詩發展幾個方面進行論述。本文在此的闡述不多涉及前人的爭論，僅談談一些看法。
1、 詩歌的傳統方面
何其芳從詩歌的發展談到，「中國的和外國的古代詩歌，差不多都有一定的格律。」「這不但和詩歌的起源有關係，而且和詩歌的內容也有關係。最早的詩是和歌唱不分的，這就決定它的節奏常常有一定的規律。後來詩和歌分了家，但仍長期地普遍地雖說程度不同地保存著這種形式上的特點。」

2、 詩歌的內容方面
何其芳認為格律詩是長期普遍保存的形式特點，「這種形式上的特點雖然一方面對於詩的內容的表達給予了若干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和詩的內容的某些根本之點是相適應的，而且能起一種補助作用的緣故。詩的內容既然總是飽和著強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這就要求著它的形式便利於表現出一種反復回旋、一唱三嘆的抒情氣氛。有一定的格律有助於造成這種氣氛。」

何其芬在此談到對自由詩的看法，「這並不是說我們就可以否定自由詩。自由詩產生於近代。它的產生是由於有那樣的詩人，它感到用傳統的格律詩的形式不能表現出他所要表現的內容，不得不採取一種新的形式。」「這是非常富於創造性的，而且對於詩歌的發展是有利的，因為它豐富了詩歌的形式。」似乎是尊重作者依內容決定形式的選擇，但留給作者的選擇的空間，其實並不多。
何其芳說，「文學的歷史告訴我們，自由詩並不能全部代替格律詩。」這樣的預測，似乎也有些絕對了。他在內容方面的有些話，含糊其語，顯然何其芳自己也沒有辦法明確指出來，如「現代生活的某些內容更適宜於用自由詩來表現，但仍然有許多內容可以寫成格律詩，或者說更適宜寫成格律詩。」
可惜的是，這可以寫成格律詩的「有許多內容」，或許只是一種估計、設想而已。即使何其芳引用讀者來信，說「戰鬥的號召或是帶有鼓動性的詩歌」更適宜用自由體，「一般的抒情詩和敘事詩」可以用格律體。這有點令人感到制約、壓抑，寫詩由題材決定形式，沒有必要做硬性的定規。
3、 詩歌的讀者習慣方面
何其芳認為，「很多讀者長期地習慣於格律詩的傳統，他們往往更喜歡有格律的詩，以便於反復咏味，這種傾向也不能不對於寫詩的人發生影響。」
這是考慮到讀者的習慣問題，而新詩的表現不能令讀者滿意，就是忽視讀者習慣於格律詩的傳統。
這個觀點，還是用工具論的角度來看待新詩，在有些詩人的眼中，或許會認為有媚俗的危險；而且，「很多讀者長期地習慣於格律詩的傳統」，這個論斷與清末以來人們對古典的逐漸疏離的實際不符。而習慣也並不等於喜愛，一般的讀者的鑒賞能力無法欣賞現代詩歌，同樣也無法欣賞古典詩歌，這是不爭的事實。
4、 詩歌的發展方面
關於新詩的現狀和發展，何其芳提出一些疑問，如「為什麼新詩不像古詩那樣令人百讀不厭？」「為什麼現代的新詩就沒有偉大的詩人和作品出現呢？」可看出他對新詩現狀的檢視與對未來的期許。何其芳認為原因有很多，但「這主要是現代的新詩和中國古代詩歌的優秀傳統脫了節，而這種脫節又主要是在形式方面。」
他又說到，「在理論上我們不能否認，用自由詩的形式也可以寫出百讀不厭的詩來。但事實上我們却很難讀到這樣的自由詩。也許自由詩本身就有這樣一個弱點，容易流於鬆散。但我想決定的原因還是在於寫詩的人。許多寫詩的人並沒有受過認真的專門訓練，他們寫自由詩並不是因為他們所要表現的內容只能採取這種形式，却不過是這樣寫最容易，或者大家這樣寫他也就這樣寫，這怎麼能够寫出令人百讀不厭的詩來呢？」何其芳認為培養寫詩的人，讓他們能辨別詩的語言和散文的區別，「先練習寫格律詩比先練習寫自由詩好。」而這需要成功的格律詩可以供練習寫詩的人學習，因此，「我們實在需要有一些有才能的作者來努力建立現代格律詩。」
何其芳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適合它的現代語言的規律的格律詩，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健全的現象，偏枯的現象。」
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不但我們總會感到這是一種缺憾，而且對詩歌的發展也是不利的。這就是何其芳主張建立格律詩的理由。
何其芳的主張是從詩歌的傳統、詩歌的內容、詩歌的讀者習慣和詩歌的發展等方面來考慮建立現代格律詩問題的。於可訓認為：在何其芳的全部論述中，「真正重要的實際上也是唯一重要的理由」，「是著眼於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詩歌的格律傳統。」
這個說法，可再商榷。其實，繼承和發揚中國古代詩歌的格律傳統，不是何其芳建立現代格律詩的目的，而是為了新詩發展的一種手段。因為何其芳認為古代詩歌的格律傳統，適合表現社會生活，符合讀者的習慣，所以要繼承發揚古代詩歌傳統。事實上，這是以工具論的角度，來期待新詩有更多的作用。
(2) 古代五七言詩的頓和現代格律詩不能採用五七言體的原因
何其芳認為，格律詩和自由詩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格律詩的節奏是以很有規律的音節單位來造成的。自由詩却不然。」而自由詩與格律詩在押韻方面的區別，「並不在於押韻與否，而在於押韻是否也很有規律。」
所謂「格律詩的節奏是以很有規律的音節單位來造成的」，他進一步說明，「中國古代格律詩的節奏主要是以很有規律的頓造成的」，什麼是頓呢？「我說的頓是指古代的一句詩和現代的一行詩中的那種音節上的基本單位。每頓所占的時間大致相等。」而舊詩詞裏的頓，「並非都在平聲字上」，舉杜甫〈贈衛八處士〉為例：
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

共此-----燈燭-----光。

又舉白居易〈琵琶行〉為例：
潯陽-----江頭-----夜送-----客，

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

舉酒-----欲飲-----無管-----弦。

再舉李煜詞〈浪淘沙〉為例：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晌-----貪歡。

何其芳說，「凡是有過讀舊詩的經驗的人都是這樣的，把五言詩的一句讀為三頓，七言詩的一句讀為四頓。」「頓是音節上的單位，但它和意思上的一個單位（一個詞或者兩個詞合成的短語）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只是有時為了音節上的必要，也可以不管意思上是否可以分開。」另外，從前面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不但它們每句的頓數很有規律，它們的韻腳也是一樣的。第一個例子是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韻，第二個例子是第一行和第二行押韻，第三行和第四行押韻。」第三個例子是一首詞的前一半，如果和這首詞的後一半合在一起，就顯得很有規律了。當然，詞的格式很多，有的句法和押韻參差不齊，「簡直有些像只是押韻的自由詩」，但是，「詞都是按照固定的格式填寫的，就是這種有些像自由詩的詞，寫起來實際比五七言詩還要不自由。由於這樣的特點，詞對於我們建立現代格律詩的參考價值，是不如五七言的。」
五七言詩興起以後，在古代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它們都是詩歌上的「支配形式」，因此有些作者想用五七言體來建立現代格律詩。何其芳說這些人「近幾年的試驗却證明此路不通」。但不能因此說格律詩不必每行頓數一樣，或是根本不必建立格律詩。何其芳依然主張，「我認為古代的五七言詩是很可以供我們建立現代格律詩參考的，但從格律方面說，我們應讓採取的只是頓數整齊和押韻這樣兩個特點，而不是它們的句法。」因為「它們的句法是和現代口語的規律不適應的」，而近幾年「寫的五七言白話詩之不成力，最基本的原因就在這裏。」
何其芳說，「五七言詩的句法是建築在古代的文學語言即文言的基礎上，文言中一個字的詞最多。所以五七言詩的句子可以用字數的整齊來構成頓數的整齊，並且固定地上面兩個字一頓，最後以一個字為頓，讀時聲音延長，這樣造成鮮明的節奏感和一種類似歌詠的調子。」「現在的口語却是兩個字以上的詞最多，要用兩個字、三個字以至四個字的詞來寫五七言詩，並且每句收尾又要以一字為一頓，那必然會寫起來很別扭，而且一行詩所能表現的內容也極其有限了。」這是注意到文學語言隨著古今漢語音節的變化，而得出文學形式也有變化的一個看法。
何其芳自己也試驗寫五七言的新詩，他說「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有同志建議我們用五七言的節奏和調子寫詩，我也曾試驗過。但我試驗的結果却否定了它。因為我感到五七言詩的句法和口語有很大的矛盾，很難充分地表現我們今天的生活。」「過了許多年我才弄清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格律上我們要從五七言詩借鑒的主要是它們的頓數和押韻的規律化，而不是硬搬它們的句法，這或者也可以叫做抛棄了它們的過時的外殼而採取其合理的核心吧。」

何其芳反對以五七言體來建立現代格律詩，他認為「古代的詩歌的優良傳統我們是一定要繼承的」，但是「我們的文學語言既然起了很大的變化，詩歌的形式就不能不隨著發生變化。以為建立現代格律詩的形式用不著我們自己去做一番努力，我們的祖先早在一千多年前已經替我們完全準備好了，只要去拿來用就成，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至於許多地區的民歌，在節奏上確實是屬於五七言詩的系統，但在字數上却常常突破了五言七言的限制，還有民歌之外的群眾詩歌創作，「可以作為詩歌的體裁之一而存在」，「可以繼續作為群眾自己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和為了一定的目的向群眾作宣傳的工具」。但是，「用民歌體和其他類似的民間形式來表現今天的複雜的生活仍然是限制很大的，一個職業的創作家絕不可能主要依靠它們來反映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必須在它們之外建立一種更和現代口語的規律相適應，因而表現能力更強得多的現代格律詩。」何其芳承認民歌體在文化水平不高的群眾中間，較容易被接受。但這仍然是「屬於利用舊形式的範圍，並不能代替和取消新的格律詩。」而且，何其芳寄望於「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是會逐漸提高的」，將來有可能會接受新的詩歌形式。

(3) 現代格律詩的頓和押韻
1、 「頓」數整齊和雙音節為句尾的基本形式
何其芳認為，「用口語來寫詩歌，要顧到頓數的整齊，就很難同時顧到字數的整齊。」並且，「為了更進一步適應現代口語的規律，還應該把每行收尾一定是以一個字為一頓這種特點也加以改變，變為也可以用兩個字為一頓。」他對此的說明是，「基本上以兩個字收尾」，「『基本上』就是說主要是這樣，大多數是這樣，並非說完全不能以一個字的詞收尾。」這樣的好處是，「為了更適應現代口語中兩個字的詞最好這一特點，就是為了寫詩的人更方便。」他引了聞一多的〈靜夜〉，說「這首詩的每一行最後一頓，絕大多數都是兩個字的詞，只有兩行是三個字。」還引用聞一多〈祈禱〉這首詩，以此印證每行的收尾應該基本上是兩個字的詞，換言之，每行的最後一頓基本上是兩個字。何其芳再三說明，「我並不是說我們寫詩只能選兩個字的詞來作為每行的最後一頓，而是我們的口語中本來以兩個字的詞為多，把新詩的句子按照口語那樣寫，它自然就會多數的行都以兩個字收尾了。」
何其芳對於「每行的頓數一樣」這個主張，特別進一步說明這是就「基本形式」說的，「並非在頓數的多少上完全不可有些變化」。「我們的格律詩可以有每行三頓、每行四頓、每行五頓這樣幾種基本形式。」如果有必要，「在短詩裏面，或者長詩的局部範圍內，頓數也可以有變化。只是這種變化應該是有規律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詩歌，或是外國的格律詩在頓數上的都有變化。因此他建議，「寫格律詩的人，應該對中國和外國的格律詩的種種樣式具有知識。」

由此可知，何其芳對頓數和雙音句尾的主張，是提出基本的形式，而又容許一些的變化，並未具體列出現代格律詩的樣式和細微的規範。

2、 分節和押韻的規律

何其芳除了主張以頓數的不同變化以建立格律詩的種種樣式，還主張「從分節和押韻的差異上又可以派生出多種不同的樣式。」「由於押韻很有規律，格律詩的每節的行數自然也是規律的了。」「我們寫現代格律詩，只是押大致相近的韻就可以了，而且不用一韻到底」。
何其芳主張「我們的現代格律詩要押韻」，理由有三，一是「我們的語言裏面同韻母的字比較多」；二是「我們過去的格律詩有押韻的傳統」；三是「我們新詩的格律的構成主要依靠頓數的整齊，因此需要用有規律的韻腳來增強它的節奏」。
總之，何其芳對現代格律詩的一點要求，是「按照現代的口語寫得每行的頓數有規律，每頓所占時間大致相等，而且有規律地押韻。」
何其芳〈關於現代格律詩〉一文，說明他對格律詩的的看法之後，強調必須經由詩人的實踐，以建立新詩完美的格律。而在實踐還很少的時候，反對給格律詩作一些繁瑣的規定。「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是可以研究和試驗的。特別是寫詩的人的實踐，恐怕主要依靠它才能把我們新詩的格律確定下來，並且使之更加完美。在實踐還很少的時候，我反對給我們的格律詩作一些繁瑣的規定。」
五四以來，曾經有一些人對現代格律詩的建立提出看法，如聞一多就是「其中作得最有成績的一位」。然而，聞一多「他的關於格律詩的理論是帶有形式主義的傾向的」，那些「過多的不適當的規定是妨礙詩的內容的表達，而且無法為很多的寫詩的人所贊和採用的。」例如，用口語寫格律詩不應字數整齊，而且「我們的重音並不像一般歐洲語言那樣固定在詞彙上，而主要是在一句話裏意思上著重的地方，這樣就不可能在每一頓裏安排很有規律的輕重音的間雜，也很難在每一行裏安排數目相等重音了。」另外，「在新詩中，要像舊詩那樣講究平仄是很難做到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何其芳關於現代格律詩的主張，是有所取捨的，雖然他強調格律詩的主要因素，節奏的規律化。但並不是僵化的定規，他「反對繁瑣的妨礙內容的表達和不適合我們的語言的特點的格律」
。足見他立論時，已考慮到內容決定形式，及實踐上可行性的問題。
5、 何其芳新詩理論的局限與新詩發展的可能性

(1) 理論局限

1、 偏於政治化或工具論的追求
從上可知，何其芳新詩創作主張並不只侷限於格律詩的探討，他對於新詩的一些「共同問題、根本問題」也同樣重視。因此何其芳新詩理論的局限，不在於他重視詩歌形式或格律，因他並不反對或排斥其他主張或風格的詩人或詩歌。應該注意的是，何其芳關心新詩的發展，重視新詩讀者的習慣，這都是偏重實用、功利，視新詩為政治宣傳教育的工具的結果。何其芳表達他對「五四」文學革命以來新詩作品的看法，因政治立場的考慮，試圖從建立現代格律詩以促進新詩的發展。
政治立場亦影響到何其芳立證取證的考慮。於可訓所云：何其芳在闡述「現代格律詩」的理由時，其參照系統不是當時各國的詩歌潮流，而是中國古代的詩歌傳統。雖然在陳述理由的過程中，也提到政治關係較為密切的蘇聯和東德的極少數詩人的作品，而且是他們「比較注重詩歌的格律化和格律詩的一面」。對同時期國際流行的自由詩，尤其是西方「以現代主義詩歌為主的自由詩的創作潮流，卻缺少應有的關注」，甚至由於政治原因而有排斥的態度。「自覺不自覺陷入了在這期間的詩學中普遍流行的一種古典主義的理論偏向。」
是以何其芳在立論證據上有不足的地方，和相時較少討論的自由空間，及與他的政治立場也有關係。如此，難以有更前衛或實質的成果就在情理之中了。
2、 缺乏更多的實踐證明

雖然，何其芳提出了他的新詩主張，但理論是理論，實踐是實踐，任何理論總要嘗試才能轉化為現實。何其芳在1949年之後，較少有詩作發表了。他自己試圖回答讀者他為什麼很久不寫詩。他在〈關於寫詩與讀詩〉中說：「沒有真正的感動，沒有比較充分的醞釀，我是不寫詩的，因為那樣寫出來的詩一定是壊詩。」加上在學校裏工作，「取得詩的原材料方面受到了極到的限制」，「總是忙於這樣那樣的事情」，而且「打算採取的格律詩的形式又比過去的形式要求有更多推敲的時間。」
終究是寫詩對何其芳而言，已成為一種業餘的活動。在〈關於現代格律詩〉中，他自己承認：「不但有一些理論問題需要解決，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須寫出許多成功的作品。」「我苦於至今還不能用實踐來證明我這些看法是否正確，談多了近乎空談。」
而且，如果依何其芳的認定，寫詩「是一種相當不可靠的東西」，即使有理論了，也並不能保證一定可以達到他提出理論的目標。
(2) 新詩發展的可能性

何其芳的新詩創作主張，對寫詩的「共同問題、根本問題」有相當中肯的說明，對寫詩和讀詩的一些意見，對現代人的新詩創作是有啟示的意義。
至於他的現代格律詩理論，是新詩理論建構的重要成果之一，為新詩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一條可試驗和探求的目標。然而，格律是詩的形式之一，而「詩沒有一定的形式」，因為「內容既非永恒不變」，「形式之存在，是根據內容之變化而變化」。
僵化硬性的形式規律，確實有可能妨礙新詩的創作。但藝術需要技巧，何其芳的創作主張，所提供的技巧方面的探索，仍有其存在的意義。卞之琳說：何其芳的「格律主張是以『頓』和『押韻』兩個標準為基礎的」，「我自己更強調頓法的決定性作用」
。卞之琳指出：何其芳的「這個篇章的詩行節奏基礎單位的意義和運用，却至今還被一般新詩行家以至何其芳詩藝研究專家實際上認為不屑或不值得了解，殊不知有了這一點認識，不限於寫新格律體詩，連寫起自由體詩來也會更能自覺操縱工具，以達到自己要達到的音響效果。」
如果我們不囿於自由詩、格律詩等派別的立場，實事求是地把「頓」的概念當作一種寫詩的技巧，如同比喻、頂真一類，在作者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實踐到作品中，這對營造新詩的音樂美也是有利的。
6、 結論

本文討論何其芳的新詩創作主張，進行何其芳新詩理論脈絡的掌握，試圖說明他的詩學觀點的轉折與建構，以認識他在詩學歷史上的定位。1949年之後，「歷史造成的隔絕，使台灣與大兩岸詩壇血脈淤塞，互不交流，已達數十年之久。」
對何其芳新詩創作主張的討論，或有他山之石的參考價值。
何其芳在新詩方面的主張，其基礎是他的創作經驗和心得，與那個時代政治、文藝氛圍的關係緊密，曾經產生過一些值得注意的影響。在何其芳的新詩創作主張中，我們明顯看見，他對寫詩的認真與慎重，因而他提出一些寫詩的規範，而如何在規範與創造力之間取得一適切的平衡，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簡政珍說：「寫詩並不是隨意為之，詩人要學習自我規範，沒有規範就沒有藝術。但不論既有的傳統還是批評者所構思的『規範』，都不能喧賓奪主。一旦一切以規範為依歸，詩的創造力也蕩然無存。」

何其芳的新詩創作主張，是新詩規範化的努力，也是對新詩可能性的探索。他在闡釋其詩學思想的過程中表現出可貴的批判精神與包容氣度，對新詩的理論建構有其深遠的意義。無論對何其芳關於現代格律詩的主張有何看法，現在有些人寫詩與讀詩重視「節奏」，已是常見的事實。
各家的說法或許別有源流和影響，但聞一多、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強調提醒，確實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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